
“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
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新解释

许 琪

提要: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 和 2013 年数据研究了中国民众
的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的研究大多仅关注受访者本
人的社会地位不同，本文提出了“混合型”阶层认同的概念，并发现除受访者
本人之外，其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认
同偏差。而且，父母社会地位对年轻人和与父母同住的人影响更大，配偶社
会地位对在婚女性影响更大。此外，父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
的影响有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的趋势。本研究指出，对中国民众阶层认同
的研究应当以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
差异性，结合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国人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及
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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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重作用
下，进入了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时期( 王绍光，2012 ) 。转型期中国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无疑是社会分层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起初，
学者们的目光聚焦在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获
得上( 李强，2008; Bian，2002)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阶
层认同或阶层自我定位等主观社会地位的获得。大量的研究发现，中
国民众的阶层地位认同不同于西方社会阶层地位认同的“中层认同”，
而是相对偏低( 边燕杰、卢汉龙，2002; 董运生，2007; 高勇，2013; 冯仕
政，2011;李春玲，2003; 刘欣，2001 ) 。而且很多研究发现，与经典的
“地位决定论”相悖，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
对中国民众主观阶层地位的解释力非常有限 ( 卢福营、张兆曙，2006;
刘欣，2002) 。因此，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地位与其客观地位之间的偏
差也是备受学界关注的一个新议题( 范晓光、陈云松，2015; 韩钰、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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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2015;雷开春，2009) 。
目前，学术界关于“地位决定论”的失灵和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阶

层认同偏差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第一种理论延续了“地位决定论”
的解释逻辑，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体的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之间往往
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这使得人们可能身处多重叠加的社会群体之中，进

而使其阶层地位认同模糊( Hodge ＆ Treiman，1968; Hout，2008) 。第二
种理论强调个体的“阶层轨迹”对其当下阶层认同的影响 ( Wright ＆
Shin，1988) 。这一理论认为，个体会综合其“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地
位来评价其当前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剧烈变迁的背景下，个体的阶层
地位也时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这时，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动

或个体对其社会流动过程的主观感知就会对其当前社会地位的主观评

价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刘欣，2002; 范晓光、陈云松，2015 ) 。最后，第
三种理论从“参照群体”理论出发，认为个体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是
参照他人的社会地位而获得的，由于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充满选择性，

所以个体和其参照群体之间往往具有同质性，这使得人们倾向于认为

自己处于社会的中间位置( Kelley ＆ Evans，1995) 。刘欣( 2001) 在此理
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相对剥夺”的概念，认为在快速的社会转型
时期，不同阶层或群体的获益程度有很大差异，这使得一部分人在社会

经济地位或生活机遇上处于相对剥夺的状态，而处于相对剥夺状态的

个体倾向于低估其社会阶层地位( 范晓光、陈云松，2015) 。
上述三种理论对经典的“地位决定论”进行了很好的发展和补充，

同时也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我国当前阶层认同的现状和主客观阶层地位

认同偏差形成的原因奠定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但是，与经典的“地
位决定论”相同，上述三种理论都以研究对象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为
核心解释变量，换言之，这三种理论和“地位决定论”都假设仅仅通过
研究对象自身的客观社会地位( 无论是当前的、过去的还是相对于他
人的)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其主观阶层认同。而事实上，这一假
设并不必然成立。
众所周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绝大多数个人都生活在家

庭之中。个人的生活机遇除了受自身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之
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配偶、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所以，除了
研究对象自身之外，这些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很可能也是个体建构主

观阶层认同的重要来源。在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西方国家，一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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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关注到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个人阶层认同的重要影响 ( Davis ＆
Ｒobinson，1988)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大家庭传统的国家，除了配偶之
外，个体的原生家庭( 或父母) 可能也是影响其评价自身阶层地位的重

要因素。沿着这一思路，笔者提出了“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的概念，
以区别于以往大多仅关注研究对象自身的传统。透过这一概念，本文
试图为中国的阶层认同研究提出新的分析视角，并为中国人阶层认同

偏差的形成原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二、理论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配偶地位的影响

从理论上看，笔者提出的“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的概念可以追溯
到西方学者对女性阶层地位及其认同的相关研究。受传统性别分工的
影响，西方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不高，这导致经典的社会分层研

究大多仅关注男性，而很少研究女性。但是，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女性的社会阶层

地位如何决定成为社会分层理论家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戈德

索普在 1983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女性和阶层分析》的理论文章
( Goldthorpe，1983) 。在这篇文章中，戈德索普强调了以“家庭”而非
“个人”作为社会分层研究基本分析单位的重要性。在戈德索普看来，
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家里男性家长的地位决定，而女性大多只

能依附于男性生活，所以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只能从属于男性

( Goldthorpe，1983) 。换言之，在戈德索普看来，女性并不具有独立的社
会阶层认知，或者说女性对自身社会阶层归属的感知主要受其丈夫社

会地位的影响。
戈德索普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传统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

( Baxter，1994 ) ，虽然一些研究支持他的观点 ( Velsor ＆ Beeghley，
1979) ，但也有很多学者( 特别是女权主义学者) 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
评( Stanworth，1984) 。我们暂且不论戈德索普上述观点是否正确，仅就
这一观点本身而言，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分

析视角，并且指出了配偶在决定个人主观阶层认同时的重要作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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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戈德索普的启发，大量的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受访者本人的社会地位

和其配偶的社会地位在决定个人阶层认同时的相对影响，而且分析的

对象也不仅限于女性，还包括男性。
例如，在一项经典研究中，戴维斯和罗宾逊 ( Davis ＆ Ｒobinson，

1988) 将已婚夫妇的阶层认同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 第一种是“独立
型”，即夫妇的阶层认同完全由自身的社会地位决定; 第二种是“共享
性”，即夫妇在评判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时会综合考虑自己和配偶的
社会经济地位;第三种是“依附型”，即夫妇完全根据配偶的社会经济
地位决定自己的阶层归属。戴维斯和罗宾逊的研究发现，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美国已婚男性的阶层认同在逐渐向“独立型”转变，而已
婚女性的阶层认同则在从“依附型”向“共享型”转变。他们认为，女权
主义观念的普及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导致夫妇阶层认同类型发

生转变的主要原因。在另一项研究中，赖特( Wright，1989) 也表达了与
戴维斯和罗宾逊相似的观点。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
人物，赖特延续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个人的主观阶层地位主要受客观

阶层位置影响的核心观点，但在赖特看来，阶层位置有直接和间接之

分。直接的阶层位置是本人与生产资料的直接联系，而间接的阶层位
置是通过他人( 比如配偶) 而与生产资料建立的联系。通过对美国和
瑞典两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赖特发现，在瑞典，女性的直接阶层位置对

其主观阶层认同有更加重要的影响;而在美国，女性的阶层认同则主要

受配偶阶层位置的影响。赖特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国妇女的
经济独立性不同造成的。瑞典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大高于美国，所以
她们在评价自己的阶层认同时也更加独立。
综上所述，自戈德索普以降的一系列研究已经充分说明，本人和配

偶的客观社会地位都会影响受访者对其自身阶层归属的认知，这一观

点也成为本文提出“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最初的理论来源。结合上
述针对西方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国民众的

主观阶层认同时也应结合本人和配偶两方面的因素，由此提出以下研

究假设。
假设 1:本人的社会地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中国民众的

主观阶层认同。
此外，上述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在于，在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下，本人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男性和女性阶层认同的相对重要性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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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同，而且，这种相对重要性会随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

和女性经济独立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悠久的父
权制家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对中国人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戈德索普对
女性阶层认同的传统观点在中国依然成立，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在中国，本人的社会地位对男性的阶层认同影响更大，而

配偶的社会地位对女性的阶层认同影响更大。

(二)父母地位的影响

自布劳和邓肯( Blau ＆ Duncan，1967) 提出经典的“地位获得模型”
以来，研究父母的社会地位或家庭背景对个体地位获得的影响就一直

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无论是针对西方国
家的研究还是针对中国的研究，学者们在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

位的影响时，往往仅关注子女在教育、收入和职业等客观社会地位方面
的获得，而很少研究其主观地位的获得 ( Ganzeboom et al．，1991 ) 。此
外，西方学者对个人阶层地位认同的研究也仅仅将分析的范围从本人

拓展到配偶，也很少再进一步延伸到其父母( Davis ＆ Ｒobinson，1988) 。
这或许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以核心家庭为主的背景下，子女在成年以后

大多离开父母而与其配偶同住，所以本人和配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生

活单位，而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 ( Chu ＆ Yu，2010 ) 。
但是在中国，情况却大不相同。
首先，中国有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传统，这导致很多子女在结婚以后

依然会与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 Logan et al．，1998) 。虽然在现代化的
背景下，近些年来中国家庭呈现明显的核心化趋势，但与欧美发达国家

相比，中国子女结婚以后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依然很高 ( Chu et al．，
2011)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多代同堂的直系家庭
和联合家庭的比例合计为 23. 57% ( 王跃生，2013 ) ，65 岁及以上老人
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也接近 50% ( 王跃生，2014 ) ，所以多代家庭依然是
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家庭类型。在多代家庭，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父
母的社会地位自然就会成为影响子女社会地位和生活机遇的一个重要

因素，所以在中国，父母的社会地位很可能也会对子女的阶层认同产生

直接影响。
其次，很多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发现，无论子女是否与父母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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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父母与子女之间都会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Bian et al．，1998) 。这
种联系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生活上的，还包括情感上的;既包括基

于孝道传统的子女对父母的各种支持，也包括父母向成年子女提供的

各种形式的帮助( 许琪，2017) 。各种错综复杂的代际关系不仅将中国
的子女和父母在生活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使之在心理上结成了一

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子女的观念和行为都会或多或
少地受到父母的影响，使得他们在评价自身的阶层归属时，也会有意识

或无意识地将自己的生活境遇与父母的地位勾连起来。因此，在中国，
父母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个体阶层认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家庭出身或父

母的社会地位对中国人的教育、收入和职业等很多客观社会经济地位
指标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张翼，2004; 李路路、朱斌，2015 ) 。而且与
西方社会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在中国，家庭背景不仅会通过教育这条

间接途径影响个体最终的地位获得，而且会对其产生非常显著的直接

影响( Bian，2002) 。一些历时性的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对教育这条间接
途径的影响还是对最终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家庭背景的影响都非常

稳定，而且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减弱的迹象( 李煜，2007; 李春玲，2010) 。
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在中国，父母的地位与子女阶层归属之间的关

系是非常紧密的，这种关系不仅在事实上存在，而且很可能已经印入到

中国人的观念之中，从而影响他们对自身阶层归属的主观认知。
综合上述三点，我们认为，除了自己和配偶的社会地位之外，父母

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中国人判断其阶层归属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个人的主观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
虽然总体来看，父母的社会地位会影响个体的阶层认同，但这种影

响的强弱可能会因个体的年龄和居住方式不同而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差

异性。
首先，就年龄来看，刚刚从原生家庭独立出来不久的年轻人往往在

经济上和情感上对父母存在更强的依赖。对代际交往的研究也发现，
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在子女年轻时表现得更加明显 ( 许琪，2017 ) 。
所以我们认为，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年轻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更大，由

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4:与年龄较大的人相比，父母的社会地位对年轻人的阶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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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影响更大。
其次，就居住方式来看，与父母同住意味着和父母在经济上和生活

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而且，同为家庭成员的感觉使个体在评估自身阶

层地位时更可能将父母地位考虑进来。所以我们认为，当个体与父母
同住时，其阶层认同更可能受父母地位的影响，由此提出以下研究

假设。
假设 5: 当个体与父母同住时，其阶层认同受父母地位的影响

较大。

(三)阶层认同偏差

以上对阶层认同的分析也为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主客观阶层认同

偏差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按照学界公认的对阶层地位认同偏
差的定义，这种偏差指的是个体所处的客观阶层地位与其主观社会地

位不一致的程度( 范晓光、陈云松，2015) 。换句话说，阶层认同偏差是
否存在及其大小都是以个体的客观社会地位为参照的。然而，从“混
合型”主观阶层认同这一概念出发，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是
其评价阶层归属的惟一参照标准，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其

阶层认同。所以，如果本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不一致，这种偏差
就在所难免。
首先，很多关于婚姻匹配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婚姻虽然以同质性

匹配为主，但丈夫和妻子的地位不一致的现象并不罕见 ( 李煜，2011;
齐亚强、牛建林，2012 ) 。以婚姻的教育匹配为例，虽然很多研究发现
近些年来我国已婚夫妇教育同质性匹配的程度随时间的推移有逐渐升

高的趋势，但综合多个调查数据来看，2000 年以后我国已婚夫妇中妻
子的受教育程度与丈夫不一致的比例依然保持在 40%以上，而且在异
质性匹配的婚姻中，丈夫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妻子的情况占绝大多数

( 李煜，2008; Xu et al．，2014) 。如果如前文所述，配偶的社会地位也会
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那么在异质婚中，配偶的地位越高个体就越

可能高估其阶层地位，而配偶的地位越低个体就越可能低估其阶层地

位。除此之外，如果女性的阶层认同更可能受配偶地位的影响，那么我
们预计，配偶地位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很有可能也主要针对女性而

非男性。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6:配偶相对本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阶层认同越可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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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偏移，而配偶相对本人的社会地位越低，个体的阶层认同越可能向下

偏移;配偶相对地位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主要针对女性而非男性。
其次，对当代中国代际流动的研究发现，近 60 年来，我国总体社会

流动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

的快速转型，我国总体流动率的上升速度也在加快 ( 李路路、朱斌，
2015) 。这一结论意味着，很多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在改革开放以后发
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与其父辈相比，很多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明显的

提升。如果如前文所述，父母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当代中国民众的主
观阶层认同，那么这种由子代的社会流动导致的父母与子女社会地位

的不一致的现象很可能也是造成子代阶层认同出现偏差的一个重要来

源，而且从前文的分析结果看，这种偏差在那些受父母社会地位影响较

大的群体( 如年轻人和与父母同住的人) 身上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由

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7:父母相对本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阶层认同越可能向

上偏移，而父母相对本人的社会地位越低，个体的阶层认同越可能向下

偏移;且父母相对地位对年轻人和与父母同住的人的阶层认同偏差影

响更大。

(四)社会变迁

上文论述的“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中国的
大家庭传统之上。然而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
多代同住的大家庭传统将逐渐式微，最终被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现代

家庭模式所取代;除此之外，夫妻关系也会从妻子对丈夫的单向依附向

更加平等的方向转变( 唐灿，2010; Goode，1963) 。
近些年来，对中国家庭变迁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

言的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变已经在中国社会有所体现。历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平均家庭规模已经从 1982 年的 4. 36 人下降到
2010 年的 3. 10 人;就家庭结构来看，65 岁及以上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
例也已从 1982 年的近 70%下降到 2010 年的不足 50% ( 曾毅、王正联;
2004;王跃生，2014; Xu et al．，2014) ，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趋势已经
日益凸显。
此外，一些基于局部地区的田野观察还发现，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中国民众的观念和行为也呈现“个体化”的趋势。阎云翔( 2012)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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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一个东北农村长达数十年的观察指出，在以“去集体化”为特征的
市场化改革中，“个体”的观念已经在中国人的心中迅速崛起。这不仅
意味着个体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且意味着个

体已经从以前家庭施加在他们身上的众多约束中解放出来，中国社会

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个体化。
如果家庭现代化的理论预言和阎云翔 ( 2012 ) 所说的个体化趋势

确实能够刻画中国社会近些年来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那么我们预计，

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也将变得日益现代化和个体化。换句话说，
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将日益由他们自身的阶层地位所决定，而父

母和配偶的影响将逐渐减弱，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8: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阶层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逐渐增强，而父母和配偶地位的影响逐渐减弱。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家庭现代化理论在实际研究中遭到的质

疑和批评。该理论的反对者认为，一方面，该理论将家庭分为“传统家
庭”和“现代家庭”的做法过于简单，实际上在二者之间存在广阔的中
间地带( 石金群，2016) ;另一方面，该理论认为所有社会的家庭模式都
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单线进化假设也不符合实际，大量的研究发现，

不同社会的家庭变迁路径会因为社会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制
度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差异( 唐灿，2010; Thornton ＆ Fricke，1987) 。
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家庭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小型化

和核心化的趋势，但多代家庭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家庭类型 ( 王跃生，

2014) ，而且即使越来越多的子女选择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但这并未
彻底切断他们与父母的联系。实际上，因为现代社会生活成本高昂、女
性普遍就业，年轻子女反而在经济、住房和小孩照顾等方面对父母产生
了更加强烈的依赖( 许琪，2013 ) 。对代际流动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地
位对子女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也没有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而呈现减弱的迹象( 李煜，2007) 。
此外，从性别关系的角度看，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性别平等的美丽

图景在中国也没有完全实现。虽然女性的教育地位已经逐渐赶上甚至
超过男性( 叶华、吴晓刚，2011) ，但这并未消除男女在收入和职业地位
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贺光烨、吴晓刚，2015) 。在家庭内部，女性依然承
担着比男性更多的家务劳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也没
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於嘉，2014; 佟新、刘爱玉，2015 ) 。而且就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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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来看，2000 年以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是
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性别观念都出现了明显的向传统回归的趋势

( 许琪，2016;杨菊华等，2014) 。
综合这些发现，我们认为，现代化和个体化理论所认为的个人从家

庭逐渐脱离的现象在中国并不一定成立，因此，父母和配偶的地位对个

体阶层认同的影响也不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据此我们
提出了一个与假设 8 完全相反的假设。
假设 9: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阶层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有所减弱，而父母和配偶地位的影响有所增强。
假设 8 和假设 9 究竟哪个正确，我们将交由数据来检验。

三、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的是 2010 和 2013 两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以下
简称 CGSS2010 和 CGSS2013)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设计实施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社会调查，调查

以区 /县为初级抽样单位，村 /居委会为次级抽样单位，并通过地图地址
法绘制入样村居的末端抽样框，最终在抽中的地址内随机选择一名年

龄在 18 － 70 周岁的成年人作为受访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
本信息、婚姻和家庭、工作和收入、态度和行为等多个方面。

CGSS在 2010 和 2013 年的调查分别访问了 11783 和 11438 名中
国公民，但由于数据缺失，分析时实际使用的样本量分别为 10004 和
9923 人，二者合计 19927 人。数据缺失主要见于对受访者及其配偶和
父母社会地位的测量。为了评估缺失值的影响，本文使用多重插补法
( multiple imputation) 对缺失值进行了填补，发现是否填补对分析结果
的影响并不大，考虑到篇幅限制，下文仅报告基于例删法 ( casewise
deletion) 得到的分析结果。
本文最关心的因变量是受访者对自身阶层地位的主观评价。

CGSS在 2013 和 2010 两年的调查中都采用了十级阶梯式量表测量受
访者的阶层认同，1 分表示最底层，10 分表示最顶层，受访者回答的分
数越高表示他对自己阶层地位的评价也越高。
在自变量方面，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受访者本人及其父母和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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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地位。考虑到社会地位是一个包含多个维度的复杂概念，我们
在测量时也考虑了它的多个方面。
具体来说，对受访者本人和配偶的客观社会地位，我们从收入、教

育年限和党员身份三个维度来测量。教育和收入是已有研究中测量社
会地位时常用的两个指标。除此之外，另一个常用指标是职业的社会
经济指数( ISEI) 。不过，考虑到 CGSS2010 和 CGSS2013 中受访者本人
及其配偶的职业地位存在大量缺失值，如果采用该指标对样本量的损

失太大，所以我们换用了另一个指标，即党员身份。党员身份是一个比
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地位测量。在中国，党员身份不仅是进入某些职
业( 如公务员) 和职位晋升的重要参考条件，且党员的招募过程本身也

会综合考虑申请者社会地位的高低( Walder et al．，2000) ，所以党员身
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受访者及其配偶的社会地位。
对父母的社会地位来说，我们也使用了三个指标，分别是受访者

14 岁时父母的最高教育年限、受访者 14 岁时父母的最高职业 ISEI 得
分和受访者对其 14 岁时家庭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父母的教育和职
业地位是现有研究中测量父母地位时最常用的两个指标。受访者 14
岁时的家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父母地位决定的，所以，我们也将

其纳入到对父母地位的测量之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各个社会地位测量指标之间具有较强

的相关性，同时将它们纳入模型很难得到有价值的分析结果，所以我们

在模型分析之前首先使用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 将各指标浓缩为一
个综合社会地位指数。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 1 所示。本人社会地位、
父母社会地位和配偶社会地位这三个因子得分的均值都为 0，标准差
分别为 0. 6、0. 8 和 0. 7。本人社会地位的最大值为 1. 91，最小值
为 － 1. 32;父母社会地位的最大值为 3. 11，最小值为 － 1. 05; 配偶社会
地位的最大值为 2. 00，最小值为 － 1. 48。
根据因子分析得到的受访者本人的客观社会地位指数以及受访者

对其自身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我们就能得到关于受访者主观阶层认

同偏差的测量。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将受访者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
数十等分，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包含 10 个类别的客观社会地位的定序测
量。然后，我们用受访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减去这个定序测量就得到了
该受访者主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偏差。这个偏差若为 0，表示主客观
阶层地位一致;若为负，表示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若为正，表示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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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认同向上偏移。
除了上述核心变量之外，模型分析时还控制了受访者的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居住地和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另外，考虑到地位过程理
论和参照群体理论是现有研究解释中国人的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

两个重要理论，我们在分析时还控制了受访者比较自己 10 年前社会地
位的阶层流动感知和相对于同龄人的社会地位这两个变量。而且，考
虑到住房和汽车对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影响，我们还控制了受访者住

房和汽车的拥有情况。

表 1 因子分析结果

本人社会地位 父母社会地位 配偶社会地位

指标 因子负载 指标 因子负载 指标 因子负载

教育年限 . 392 14 岁时家庭地位评分 . 454 教育年限 . 447

收入对数 . 474 14 岁时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 652 收入对数 . 543

党员身份 . 401 14 岁时父母最高职业 ISEI . 628 党员身份 . 408

alpha = . 317 alpha = . 412 alpha = . 414a

注: Alpha系数都没有超过 0. 5，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所有因子分析都只包含三个观
测指标，而 alpha系数在观测指标较少时倾向于偏低;第二，个体的社会地位在不同指标
维度上可能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如教育程度高的人收入不一定高。但无论如何，由于各
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很强，如果全部放入模型会因为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导致部分指标的统
计检验结果不显著，涉及交互项的检验时尤其如此，所以通过因子分析提炼出公因子是

惟一可行的办法。

表 2 是对上述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首先，就因变量来看，在
10 分制的阶层认同测量中，2013 年中国民众的平均分为 4. 3 分，与
2010 年相比，提高了 0. 3 分。就阶层认同偏差来看，2010 年和 2013 年
的均值均为负数，这说明总体来看中国人倾向于低估自己的阶层地位。
如果对该偏差取绝对值，其均值在两次调查中都为 2. 7，换言之，主观
阶层地位与客观阶层地位之间平均相差近 3 个阶层，所以总体来说，这
种偏差是普遍存在的。
其次，在自变量方面，除了 2013 年本人和配偶的收入比 2010 年有

较大增长外，其他有关本人、配偶和父母社会地位的测量指标在两轮调
查中都相差不大。在控制变量方面，样本中男女比例大致相等;平均年
龄约为 48 岁;在婚者约占 80%，未婚者和离婚丧偶者各占约 10% ; 城
市样本占 60%，农村占 40% ;与父母同住的比例约为 13%。与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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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61. 3% 的受访者认为地位相当，而认为自己地位较低的比例
( 34. 1% ) 大大高于认为地位较高的比例( 4. 5% ) 。与自己 10 年前相
比，接近 1 /3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没有变化，55%左右的受访
者认为自己的地位有所提升，只有 13%左右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地位
出现了下降。与 2010 年相比，2013 年认为自己地位比 10 年前提高的
比例有明显上升。最后，从住房和汽车的拥有情况看，2013 年也比
2010 年有明显增加。所以总体来看，2010 年和 2013 年样本在各项基
本指标上保持稳定，但 2013 年的收入、住房和汽车的拥有情况均高于
2010 年，这或许是导致 2013 年有更多受访者感到自己地位提升的一
个重要因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2010 年数据没有询问受访者相对于同龄

人的社会地位，而且 2010 年数据与 2013 年数据相比时效性也略差，所
以在下文模型分析时，我们主要以 2013 年的数据为主，仅在涉及社会
变迁的比较研究时才同时纳入两年的样本。

表 2 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类别 /指标 2010 年 2013 年 合计

因变量

主观 社 会 地 位 评 分
( 分)

均值 4. 0 4. 3 4. 2

标准差 1. 7 1. 7 1. 7

阶层认同偏差( 分)
均值 － 1. 4 － 1. 3 － 1. 3

标准差 3. 0 3. 0 3. 0

阶层认同偏差绝对值
( 分)

均值 2. 7 2. 7 2. 7

标准差 2. 0 1. 8 1. 9

自变量

本人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年限( 年)
均值 8. 6 8. 7 8. 7

标准差 4. 5 4. 6 4. 6

收入( 元)
均值 18039. 0 22621. 6 20321. 0

标准差 80211. 4 36337. 9 62390. 7

党员( % )
否 87. 4 89. 9 88. 6
是 12. 6 10. 1 11. 4

本人 社 会 地 位 得 分
( 分)

均值 0 0 0
标准差 . 6 .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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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量 类别 /指标 2010 年 2013 年 合计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14 岁时家庭地位评分
( 分)

均值 2. 9 3. 1 3. 0

标准差 1. 9 1. 8 1. 8

14 岁时父母最高教育
年限( 年)

均值 4. 9 5. 0 5. 0

标准差 4. 6 4. 6 4. 6

14 岁时父母最高职业
ISEI( 分)

均值 32. 1 31. 3 31. 7

标准差 14. 9 14. 6 14. 7

父母 社 会 地 位 得 分
( 分)

均值 0 0 0

标准差 . 8 . 8 . 8

配偶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年限( 年)
均值 8. 5 8. 5 8. 5

标准差 4. 3 4. 4 4. 3

收入( 元)
均值 16621. 6 22089. 8 19400. 9

标准差 34391. 5 31063. 6 32855. 2

党员( % )
否 89. 8 91. 9 90. 8

是 10. 2 8. 1 9. 2

配偶 社 会 地 位 得 分
( 分)

均值 0 0 0

标准差 . 7 . 7 . 7

控制变量

性别( % )
女 51. 4 49. 5 50. 4

男 48. 6 50. 6 49. 6

年龄( 岁)
均值 47. 4 48. 8 48. 1

标准差 15. 2 16. 2 15. 7

婚姻状况( % )

未婚 8. 3 10. 0 9. 1

在婚 81. 8 79. 6 80. 7

离婚或丧偶 9. 9 10. 4 10. 2

居住地( % )
农村 40. 4 40. 4 40. 4

城市 59. 6 59. 6 59. 6

是否与父母同住( % )
否 87. 4 86. 1 86. 8

是 12. 6 13. 9 13. 2

与同龄人相比社会地
位( % )

较高 — 4. 5 4. 5

差不多 — 61. 3 61. 3

较低 — 34. 1 3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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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量 类别 /指标 2010 年 2013 年 合计

本人社会流动感知( % )

向下流动 14. 7 11. 7 13. 2

不流动 32. 8 29. 8 31. 3

向上流动 52. 5 58. 5 55. 5

住房数量( % )

无住房 7. 3 6. 0 6. 7

有一套住房 78. 4 80. 7 79. 5

有多套住房 14. 3 13. 4 13. 8

是否有汽车( % )
否 89. 5 83. 8 86. 6

是 10. 5 16. 3 13. 4

样本量( 人) 10004. 0 9923. 0 19927. 0

注:配偶的教育年限、收入、党员身份和综合社会地位得分仅对有配偶的样本进行统计。

四、分析结果

(一)父母地位的影响

表 3 中的四个模型着重分析了本人和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对受访
者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其中，模型 1 是一个基准模型，这个模型包含
了本人的客观社会地位和其他所有控制变量。从分析结果看，本人的
客观社会地位越高，其主观阶层认同也越高，这验证了经典的“地位决
定论”。但是，除了本人的客观社会地位之外，还有很多因素也对个体
的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男性的主观阶层认同低于女性，城
市人的主观阶层认同高于农村，在婚者的主观阶层认同高于未婚者。
就家庭财产来看，拥有多套住房会显著提高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有汽

车也对阶层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充分说明住房和汽车在当今中

国社会区分社会阶层时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以往学者特别强调的参
照群体理论和地位过程理论也得到了模型 1 的支持。分析结果显示，
与同龄人相比，个体感觉到的社会地位越低，其主观阶层认同也越低;

而与自己过去相比，有明显向上社会流动感知的个体倾向于提高自我

的阶层认同。这些发现再次验证了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为本文后
续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纳入了父母社会地位，从分析结果看，在

控制其他变量以后，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有非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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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除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之外，父母的社会地位也是

个体评估其阶层地位的重要参考因素。而且，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看，
父母社会地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是 0. 223，而本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化
回归系数是 0. 074，所以相对而言，父母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的相
对影响更强。综上所述，本文的假设 3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此外，为了进一步验证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影响，我

们又在模型 2 的基础上纳入了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受访者年龄以及与父
母居住安排的交互项。从模型 3 和模型 4 可以发现，父母社会地位与
35 岁以上年龄组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而和与父母同住的交互项显著为
正，这说明父母地位对那些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的主观阶层认同有更

大的影响。如前所述，这或许是因为年纪较轻和与父母同住的人在经
济上和情感上对父母的依赖更强，使得他们在评估自身的阶层归属时

也会更多地考虑父母的因素。综合模型 3 和模型 4，本文的假设 4 和
假设 5 也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表 3 父母社会地位对子女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N =992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男性
－ . 217＊＊＊

( . 031)
－ . 162＊＊＊

( . 031)
－ . 163＊＊＊

( . 031)
－ . 149＊＊＊

( . 031)

年龄
. 001
( . 001)

. 008＊＊＊

( . 001)
. 009＊＊＊

( . 001)
. 007＊＊＊

( . 001)

居住在城市
. 202＊＊＊

( . 033)
. 073*

( . 033)
. 072*

( . 033)
. 066*

( . 033)

婚姻状况( 未婚 = 0)

在婚
. 127*

( . 054)
. 250＊＊＊

( . 054)
. 311＊＊＊

( . 057)
. 254＊＊＊

( . 057)

离婚或丧偶
. 047
( . 076)

. 135
( . 075)

. 187*

( . 076)
. 149
( . 076)

住房数量( 无住房 = 0)

有 1 套住房
. 107
( . 063)

. 074
( . 062)

. 075
( . 062)

. 079
( . 062)

有多套住房
. 309＊＊＊

( . 074)
. 230＊＊

( . 073)
. 228＊＊

( . 073)
. 233＊＊

( . 073)

有汽车
. 427＊＊＊

( . 043)
. 344＊＊＊

( . 042)
. 335＊＊＊

( . 042)
. 340＊＊＊

( .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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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相比同龄人社会地位( 较高 = 0)

差不多
－ . 803＊＊＊

( . 073)
－ . 787＊＊＊

( . 071)
－ . 784＊＊＊

( . 071)
－ . 786＊＊＊

( . 071)

较低
－ 1. 722＊＊＊

( . 076)
－ 1. 655＊＊＊

( . 074)
－ 1. 649＊＊＊

( . 074)
－ 1. 654＊＊＊

( . 074)

社会流动感知( 向下流动 = 0)

不流动
. 224＊＊＊

( . 051)
. 279＊＊＊

( . 050)
. 280＊＊＊

( . 050)
. 278＊＊＊

( . 050)

向上流动
1. 059＊＊＊

( . 047)
1. 179＊＊＊

( . 047)
1. 179＊＊＊

( . 047)
1. 179＊＊＊

( . 047)

本人社会地位
. 373＊＊＊

( . 030)
. 206＊＊＊

( . 030)
. 213＊＊＊

( . 030)
. 211＊＊＊

( . 030)

父母社会地位
. 502＊＊＊

( . 024)
. 766＊＊＊

( . 092)
. 481＊＊＊

( . 025)

35 岁以上
－ . 037
( . 054)

父母社会地位 × 35 岁以上
－ . 150＊＊

( . 050)

与父母同住
－ . 132*

( . 052)

父母社会地位 ×与父母同住
. 161＊＊

( . 058)

截距
4. 339＊＊＊

( . 121)
3. 890＊＊＊

( . 121)
3. 839＊＊＊

( . 128)
3. 928＊＊＊

( . 124)

Ｒ2 . 243 . 275 . 276 . 276

注: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对表 3 的分析充分说明，除了本人的社会地位之外，父母的社会地
位也是影响个体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那么父母的社会地位

是否也是导致个体阶层认同偏差的一个重要来源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我们将因变量替换为阶层认同偏差，重复了表 3 的分析。
在表 4 中，模型 5 依然是一个基准模型，从该模型可以发现，男性、

年龄较小和居住在城市的个体更可能低估自身的阶层地位，拥有住房

( 特别是有多套住房) 和有汽车的个体更可能高估其阶层地位。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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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个体相对于同龄人的社会阶层地位越低，其主观阶层认同越可能

下偏;而有向上流动感知的个体，其主观阶层认同更可能上偏，这再次

验证了参照群体理论和地位过程理论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最后，
在控制上述因素以后，个体的客观社会地位越高，其阶层认同越可能向

下偏移，这一方面源于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天花板效应”，即社会顶
层的民众不可能上偏，而只能下偏;而社会底层的民众不可能下偏，而

只能上偏( 范晓光、陈云松，2015) 。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中国民众存在“中层认同”或阶层认同偏低的倾向( 范晓光、陈云松，
2015) 。
模型 6 在模型 5 的基础上纳入了父母社会地位，结果显示，在控制

其他因素以后，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个体的阶层认同偏差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这说明，当父母的社会地位较高时，个体倾向于高估其阶层地
位，而父母社会地位较低时，个体也倾向于低估其阶层地位，所以父母

的社会地位确实是影响个体阶层认同偏差的重要因素。
此外，从模型 7 和模型 8 可以发现，父母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

偏差的影响会因个体的年龄和与父母居住安排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

差异性。具体来说，对年龄较大和不与父母同住的个体，父母社会地位
的影响较弱;而对年龄较小和与父母同住的个体，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

则较强。这些发现再次验证了表 3 的研究结论。综合模型 6 至模型
8，本文的假设 7 得到了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

表 4 父母社会地位对子女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 N =9923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男性
－ . 370＊＊＊

( . 036)
－ . 325＊＊＊

( . 035)
－ . 326＊＊＊

( . 035)
－ . 306＊＊＊

( . 036)

年龄
. 010＊＊＊

( . 001)
. 015＊＊＊

( . 001)
. 014＊＊＊

( . 002)
. 014＊＊＊

( . 001)

居住在城市
－ . 180＊＊＊

( . 038)
－ . 285＊＊＊

( . 038)
－ . 286＊＊＊

( . 038)
－ . 297＊＊＊

( . 038)

婚姻状况( 未婚 = 0)

在婚
. 090
( . 063)

. 190＊＊

( . 062)
. 250＊＊＊

( . 066)
. 210＊＊

( . 067)

离婚或丧偶
－ . 024
( . 087)

. 048
( . 087)

. 108
( . 088)

. 083
( .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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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住房数量( 无住房 = 0)

有一套住房
. 163*

( . 073)
. 135
( . 072)

. 127
( . 072)

. 140
( . 072)

有多套住房
. 367＊＊＊

( . 085)
. 303＊＊＊

( . 084)
. 289＊＊＊

( . 084)
. 303＊＊＊

( . 084)

有汽车
. 423＊＊＊

( . 049)
. 355＊＊＊

( . 049)
. 343＊＊＊

( . 049)
. 347＊＊＊

( . 049)

相比同龄人社会地位( 较高 = 0)

差不多
－ . 777＊＊＊

( . 083)
－ . 763＊＊＊

( . 082)
－ . 765＊＊＊

( . 082)
－ . 762＊＊＊

( . 082)

较低
－ 1. 593＊＊＊

( . 087)
－ 1. 539＊＊＊

( . 086)
－ 1. 539＊＊＊

( . 086)
－ 1. 535＊＊＊

( . 086)

社会流动感知( 向下流动 = 0)

不流动
. 236＊＊＊

( . 058)
. 281＊＊＊

( . 058)
. 280＊＊＊

( . 058)
. 280＊＊＊

( . 058)

向上流动
1. 073＊＊＊

( . 055)
1. 172＊＊＊

( . 054)
1. 171＊＊＊

( . 054)
1. 171＊＊＊

( . 054)

本人社会地位
－ 3. 968＊＊＊

( . 034)
－ 4. 104＊＊＊

( . 035)
－ 4. 097＊＊＊

( . 035)
－ 4. 094＊＊＊

( . 035)

父母社会地位
. 410＊＊＊

( . 028)
. 848＊＊＊

( . 107)
. 371＊＊＊

( . 030)

35 岁以上
. 086
( . 062)

父母社会地位 × 35 岁以上
－ . 248＊＊＊

( . 058)

与父母同住
－ . 202＊＊＊

( . 060)

父母社会地位 ×与父母同住
. 288＊＊＊

( . 067)

截距
－ 1. 323＊＊＊

( . 139)
－ 1. 689＊＊＊

( . 140)
－ 1. 857＊＊＊

( . 149)
－ 1. 642＊＊＊

( . 144)

Ｒ2 . 687 . 694 . 694 . 695

注: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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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偶地位的影响

上文着重分析的是父母社会地位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

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配偶社会地位的影响。为
了满足研究需要，我们将分析的样本限定为在婚者，因而表 5 中的样本
量与之前相比有所下降。
首先，对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发现，在纳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基础

上，受访者本人、父母及其配偶的社会地位都对阶层认同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所以假设 1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看，本人社
会地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 046，父母社会地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 0. 191，而配偶社会地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 075。所以，父母和
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的相对影响反而更大。虽然模型中本
人、父母和配偶社会地位的测量模型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可比性，但以上分析结果至少说明，本人、配偶和父
母的社会地位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知，所以本文

提出的“混合型”阶层认同的概念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模型 10 在模型 9 的基础上纳入了本人社会地位和配偶社会地位

与性别的交互项。在加入这两个交互项以后，本人社会地位的回归系
数与模型 9 相比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且变得不再显著，而配偶社会
地位的回归系数却有明显上升。由于在加入交互项以后，这两个回归
系数实际反映的是本人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所

以这一结果表明，对在婚女性而言，本人社会地位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并

不大，真正发挥影响的是其配偶的社会地位。此外，交互项也显示，本
人的社会地位对男性的阶层认同有更大的影响，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

女性的阶层认同有更大的影响。所以综合上述结果，戈德索普提出的
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对男性的依赖在中国依然成立，本文的第 2 个研究
假设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其次，对阶层认同偏差的研究结果与之前大体相同。从模型 11 可

以发现，在控制所有变量以后，配偶社会地位越高，个体越倾向于高估

其阶层地位;而配偶社会地位越低，个体越倾向于低估其阶层地位，这

验证了配偶地位对阶层认同偏差的显著影响。此外，从模型 12 可以发
现，本人社会地位对男性的阶层认同偏差有更大的影响，而配偶社会地

位对女性的阶层认同偏差有更大的影响。所以综合上述结果，假设 6
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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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配偶社会地位对本人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 N =7645
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偏差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男性
－ . 027
( . 039)

－ . 027
( . 039)

－ . 252＊＊＊

( . 045)
－ . 265＊＊＊

( . 045)

年龄
. 009＊＊＊

( . 001)
. 009＊＊＊

( . 001)
. 017＊＊＊

( . 001)
. 017＊＊＊

( . 001)

居住在城市
. 025
( . 038)

. 024
( . 038)

－ . 356＊＊＊

( . 044)
－ . 359＊＊＊

( . 044)

住房数量( 无住房 = 0)

有一套住房
. 098
( . 077)

. 104
( . 077)

. 142
( . 088)

. 143
( . 088)

有多套住房
. 270＊＊

( . 088)
. 268＊＊

( . 087)
. 310＊＊

( . 101)
. 300＊＊

( . 101)

有汽车
. 348＊＊＊

( . 047)
. 345＊＊＊

( . 047)
. 344＊＊＊

( . 054)
. 338＊＊＊

( . 054)

相比同龄人社会地位( 较高 = 0)

差不多

较低

－ . 830＊＊＊

( . 081)
－ 1. 669＊＊＊

( . 085)

－ . 816＊＊＊

( . 081)
－ 1. 646＊＊＊

( . 085)

－ . 842＊＊＊

( . 093)
－ 1. 578＊＊＊

( . 098)

－ . 805＊＊＊

( . 093)
－ 1. 530＊＊＊

( . 098)

社会流动感知( 向下流动 = 0)

不流动
. 268＊＊＊

( . 058)
. 268＊＊＊

( . 058)
. 291＊＊＊

( . 067)
. 293＊＊＊

( . 067)

向上流动
1. 154＊＊＊

( . 055)
1. 153＊＊＊

( . 055)
1. 171＊＊＊

( . 063)
1. 170＊＊＊

( . 063)

本人社会地位
. 131＊＊＊

( . 037)
. 007
( . 051)

－ 4. 133＊＊＊

( . 042)
－ 4. 415＊＊＊

( . 058)

父母社会地位
. 439＊＊＊

( . 027)
. 443＊＊＊

( . 027)
. 330＊＊＊

( . 032)
. 343＊＊＊

( . 032)

配偶社会地位
. 192＊＊＊

( . 034)
. 340＊＊＊

( . 049)
. 167＊＊＊

( . 039)
. 310＊＊＊

( . 056)

本人社会地位 ×男性
. 236＊＊＊

( . 069)
. 556＊＊＊

( . 079)

配偶社会地位 ×男性
－ . 268＊＊＊

( . 063)
－ . 273＊＊＊

( . 072)

截距
4. 066＊＊＊

( . 139)
4. 017＊＊＊

( . 139)
－ 1. 535＊＊＊

( . 160)
－ 1. 617＊＊＊

( . 160)

Ｒ2 . 266 . 268 . 690 . 692

注: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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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变迁

上文论证了本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及其偏
差的影响，那么这三者的影响是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为了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结合 2010 年 CGSS数据比较了这三个变量的影响
在不同调查年份的差异性。
从表 6 中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无论是 2010 年调查还

是 2013 年调查，本人和父母的社会地位都对阶层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但从回归系数的大小看，本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在 2010 年较大，而
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在 2013 年较大。对交互项的统计检验显示，本人
社会地位的影响在这两轮调查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但父母社会地位的

影响却随时间的推移有显著提高。这充分说明，从 2010 年到 2013 年，
父母社会地位对个体阶层认同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所以

现代化理论和个体化理论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表 6 本人和父母的社会地位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化

2010 年 2013 年 交互项检验

男性
－ . 195＊＊＊

( . 033)
－ . 201＊＊＊

( . 032)
－ . 198＊＊＊

( . 023)

年龄
. 015＊＊＊

( . 001)
. 011＊＊＊

( . 001)
. 013＊＊＊

( . 001)

居住在城市
. 049
( . 036)

. 049
( . 034)

. 048
( . 025)

婚姻状况( 未婚 = 0)

在婚
. 101
( . 061)

. 223＊＊＊

( . 056)
. 166＊＊＊

( . 041)

离婚或丧偶
－ . 087
( . 083)

. 067
( . 078)

－ . 004
( . 057)

住房数量( 无住房 = 0)

有一套住房
. 227＊＊＊

( . 060)
. 192＊＊

( . 065)
. 210＊＊＊

( . 044)

有多套住房
. 569＊＊＊

( . 071)
. 468＊＊＊

( . 076)
. 522＊＊＊

( . 052)

有汽车
. 557＊＊＊

( . 053)
. 509＊＊＊

( . 043)
. 530＊＊＊

( . 034)
社会流动感知( 向下流动 = 0)

不流动
. 263＊＊＊

( . 048)
. 358＊＊＊

( . 052)
. 309＊＊＊

( . 035)

向上流动
1. 368＊＊＊

( . 046)
1. 297＊＊＊

( . 049)
1. 332＊＊＊

( .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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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2010 年 2013 年 交互项检验

本人社会地位
. 388＊＊＊

( . 030)
. 333＊＊＊

( . 031)
. 389＊＊＊

( . 028)

父母社会地位
. 495＊＊＊

( . 025)
. 559＊＊＊

( . 025)
. 485＊＊＊

( . 023)

2013 年样本
. 163＊＊＊

( . 022)

本人社会地位 × 2013 年
－ . 055
( . 039)

父母社会地位 × 2013 年
. 084＊＊

( . 031)

截距
2. 222＊＊＊

( . 099)
2. 522＊＊＊

( . 100)
2. 288＊＊＊

( . 071)
Ｒ2 . 213 . 205 . 214
样本量 10004 9923 19927

注: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

最后，对在婚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从 2010 年到
2013 年，配偶社会地位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都在增强，而且对
男性来说，本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还略微呈现下降的趋势。如果借用戴
维斯和罗宾逊( Davis ＆ Ｒobinson，1988) 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国已婚男性的阶层认同出现了从“独立型”向“共享型”的
转变，而已婚女性的阶层认同则变得越发依附于男性。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本人、父母和配偶地位对我国民众主观阶层

认同的影响并没有遵循现代化和个体化理论所设想的路径发生相应的变

迁，反而走上了一条向传统回归的道路。所以，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支持
了假设 9，而否定了假设 8。由此可见，对我国民众阶层认同变迁趋势的分
析并不能简单套用经典的现代化和个体化理论，而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

情。在接下来的结论部分，笔者还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表 7 本人和配偶的社会地位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化

在婚女性 在婚男性

2010 年 2013 年 统计检验 2010 年 2013 年 统计检验

年龄
. 011＊＊＊

( . 002)
. 009＊＊＊

( . 002)
. 010＊＊＊

( . 001)
. 018＊＊＊

( . 002)
. 015＊＊＊

( . 002)
. 016＊＊＊

( . 001)

居住在城市
－ . 037
( . 058)

－ . 080
( . 055)

－ . 061
( . 040)

－ . 015
( . 061)

. 002
( . 056)

－ . 008
( .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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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在婚女性 在婚男性

2010 年 2013 年 统计检验 2010 年 2013 年 统计检验
住房数量
( 无住房 = 0)

有一套住房
. 228*

( . 102)
. 351＊＊

( . 120)
. 278＊＊＊

( . 077)
. 412＊＊＊

( . 109)
. 108
( . 108)

. 255＊＊＊

( . 076)

有多套住房
. 577＊＊＊

( . 119)
. 602＊＊＊

( . 134)
. 579＊＊＊

( . 088)
. 745＊＊＊

( . 125)
. 404＊＊

( . 124)
. 569＊＊＊

( . 088)

有汽车
. 406＊＊＊

( . 090)
. 416＊＊＊

( . 069)
. 411＊＊＊

( . 055)
. 536＊＊＊

( . 085)
. 579＊＊＊

( . 069)
. 565＊＊＊

( . 053)
社会流动感知
( 向下流动 = 0)

不流动
. 231＊＊

( . 082)
. 406＊＊＊

( . 087)
. 312＊＊＊

( . 060)
. 302＊＊＊

( . 080)
. 270＊＊

( . 084)
. 288＊＊＊

( . 058)

向上流动
1. 352＊＊＊

( . 078)
1. 271＊＊＊

( . 082)
1. 308＊＊＊

( . 056)
1. 335＊＊＊

( . 078)
1. 241＊＊＊

( . 079)
1. 286＊＊＊

( . 055)

父母社会地位
. 479＊＊＊

( . 041)
. 443＊＊＊

( . 041)
. 463＊＊＊

( . 029)
. 470＊＊＊

( . 041)
. 516＊＊＊

( . 040)
. 493＊＊＊

( . 029)

本人社会地位
. 091
( . 054)

. 085
( . 054)

. 095
( . 051)

. 532＊＊＊

( . 052)
. 386＊＊＊

( . 054)
. 525＊＊＊

( . 051)

配偶社会地位
. 326＊＊＊

( . 050)
. 492＊＊＊

( . 051)
. 336＊＊＊

( . 048)
. 014
( . 049)

. 099*

( . 048)
－ . 012
( . 047)

2013 年样本
. 141＊＊＊

( . 040)
. 211＊＊＊

( . 043)

本人社会地位 ×
2013 年

－ . 015
( . 071)

－ . 127 +
( . 071)

配偶社会地位 ×
2013 年

. 147*

( . 068)
. 132*

( . 063)

截距
2. 475＊＊＊

( . 151)
2. 604＊＊＊

( . 163)
2. 485＊＊＊

( . 110)
2. 389＊＊＊

( . 079)
2. 389＊＊＊

( . 079)
2. 080＊＊＊

( . 114)
Ｒ2 . 198 . 198 . 202 . 202 . 202 . 218

样本量 3860 3756 7616 15047 15047 7431

注: + p ＜ 0. 10，* p ＜ 0. 05，＊＊p ＜ 0. 01，＊＊＊p ＜ 0. 001。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 和 2013 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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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的研究大多仅关注受
访者本人的社会地位不同，本文提出了“混合型”阶层认同的概念，结
合受访者本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形
成原因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几个研究结论。
首先，本人、配偶和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

认同，且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也是导致个体的主客观阶层地位出现

偏差的重要因素。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与其个人有关，而且
牵涉其背后的家庭。与西方国家的阶层认同仅涉及本人和配偶组成的
小家庭不同，中国人的家庭是包括父母在内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传
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日常的居住安排和代际交往，影响着个体所能获

得的地位和成就，影响着中国人认识自己和感知社会的方式，所以也不

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人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认同。综上所述，中国人的
阶层认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所以我们对中国

人阶层地位认同的研究也需要从个体视角向家庭视角转变。
其次，虽然总体而言，本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个体

的主观阶层认同，但这种影响也会因个体特征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程度

的差异性。具体来说，年轻人和与父母同住的人在经济上和情感上对
父母存在更强的依赖，这导致他们在评估自身的阶层归属时也会更多

地考虑父母的因素。此外，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在婚男性的阶层认
同主要受其自身地位的影响，而较少受到配偶的影响;与之相对，在婚

女性的阶层认同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对阶层认
同偏差的分析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这些发现充分说明，在现实情境
下个体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与个体的性别、年龄
等基本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取决于个体的婚姻状况和婚后的居住安排，

所以，后续的研究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复杂性才能对阶层认同及其偏差

的形成原因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最后，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对个体

阶层认同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所以，现代化和个体化

理论所预言的个体逐渐从家庭中脱离出来的现象在中国并没有出现。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家庭传统或家庭观念非常浓厚，使得个体

的观念不会因为一时的社会发展立刻发生根本性的变迁。另一方面，
很多研究也发现，受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影
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在中国研究中不能简单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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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方认为行之有效的现代化或个体化理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
国的市场化改革虽然为个体创造了大量的社会流动的机会，但因为社

会出身或家庭背景而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依然普遍存在

( 李路路、朱斌，2015) ，个体在评价自身的阶层地位时很难抛开父母的
影响而进行独立客观的判断;第二，因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市场部门的扩

大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 贺光烨、吴晓刚，
2015) ，而女性相对于男性市场地位的降低也造成了她们在心理上对
男性的依赖;第三，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与

之相适应的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家庭在住房、托幼、养老等方面
依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而家庭功能的延续甚至提升在客观

上加强了代际的有机团结，与此同时，也为中国大家庭的继续存在创造

了新的生存空间( 许琪，2013)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笔者认为，在未来
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依然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和心

灵寄托，所以本文提出的“混合型”阶层认同也将在未来继续存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和笔者自身研究能力的缺陷，这项研

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对受访者本人、配偶和
父母社会地位的测量并不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三者之间相对

影响的可比性。其次，由于数据缺失的缘故，本文在测量本人和配偶的
社会地位时也没有纳入职业地位指数这一常用的测量指标。最后，同
样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仅研究了本人、配偶和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从
2010 年到 2013 年的变化，而未能覆盖更长的历史时期。我们期待将
来随着调查数据和研究手段的不断丰富，我们能够对本文的研究发现

进行更多更充分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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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urban families，the middle class incline to adopt the practice of concerted
cultivation，while the working class incline to adopt the practice of natural growth．
However，those who were born in working-class families but achieved upward mobility to
the middle class are more likely to adopt the the middle class practice; those who were
born in middle-class families but moved downward are able to pertain some aspects of
the middle class practice． The findings of unbalanced reproduction of parenting practice
do not support the assumption of solidification of class boundarie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Mixed Subjective Class Status: A New Theory about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the Social Status Discordance in China Xu Qi 102……………………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0 and 2013，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terminants of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the social status discordance in
China． Different from prior studies that focus on individual's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per
se，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concept of“mixed subjective class status”and finds that:
( 1) The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per se together with their parents' and
spouse's social status a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one's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the
social status discordance; ( 2) The impact of parents' social status is stronger for young
people and individuals who co-reside with their parents ，whereas the impact of spouse's
social status is stronger for married women than married men; ( 3 )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and spouse's social status on one's class identification grows with tim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family rather than individual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when studying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China． We should take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parents' and spouse's social status o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The determinants of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their change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particular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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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Operating Mode and Art Production: The Ｒise
and Fall of Shanghai Animation Film Studio

Yan Jun ＆ Le Pengju 130……………………………………………

Abstract: Based on Howard S． Becker's idea of“art as collective action”，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nges in art production of Shanghai Animation Film Studio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operating mode． It aims to respond to the
important ques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art，name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artistic production． It is found that，in the“golden era”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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